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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外的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人口问题通常占有一种特殊的分量。尽管一些学者在若干问题上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但是在以下一点上，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似乎颇为一致：清代前中期的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了沉重人口压力的出现；这种压力与日俱增，在19世纪中期达到极点，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到了1980年代，这种看法在大陆也逐渐流行了起来。在一些论著中，清代前中期（特别是18世纪）人口快速增长造成的人口过剩，被说成是阻碍中国未能如西方那样发生重大经济变革并由此而进入近代工业社会的罪魁祸首
。更多的学者虽然未必同意人口多为万恶之源的结论，但是似乎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确实增长过快。此种看法又基于以下共识：①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和习俗鼓励增加人口；②除了天灾人祸之外，近代以前的中国并没有能够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③中国人民（至少是其主体──农民）一向过着一种极端贫困的生活。因此，如果没有天灾人祸，如果还能糊口，人口就必然会“自然而然地”增长。既然清代前中期（特别是18世纪）中国的经济状况还能够使人民维持起码的生活，因此人口必然迅速增长；而且，越是在富裕的地区，人口增加越快
。总之，清代前中期的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似乎已经了成为一种无需再讨论的定论。
　　然而，仔细推敲上述看法，有不少地方颇成问题。首先，与同时代的西北欧国家或者清代以前的中国相比，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到底是否过快？近年来一些学者已提出否定的看法
。其次，清代的人口增长是否已经导致严重人口压力的出现？这种压力是否已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我们觉得似乎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
。再次，从近代中国的情况来看，经济落后的地区（如华北），人口增长反而比经济发达的地区（如华东与华南）更快
。这和上述“地方越富裕人口增加越迅速”之说恰好相反。最后，如果近代以前的中国确已出现人口压力，那么它是否也可能发生在清代以前？依照一些学者的看法，人口占明初全国总数之半的南直隶（江苏、安徽）、浙江和江西三省，在有明一代，就已经人口过多，存在着“稠密人口所造成的巨大压力”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从宋代起中国的人地比例关系就因人口压力而严重恶化
。还有学者更推测甚至早在秦汉时的关中，这种人口压力就已出现
。如果在清代以前很久中国就已因人口过多而出现了人口压力，那么清代前中期的“人口爆炸”或“人口奇迹”又怎么能够发生？这些相异乃至相反的意见表明：清代前中期的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以致引起严重人口压力之说，尚远非定论。

　　我们认为：要弄清清代前中期人口是否增长过快，关键是如何认识近代以前中国的人口行为。这要求我们在进行研究时要破除成见，实事求是地去对待过去。然而，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下不一，文化习俗也千差万别。设想近代以前的中国各地在人口行为上会相互一致，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在以往的研究中，已有学者注意到清代前中期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增长速度有差异。这里，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人口增长较慢地区的人民，究竟通过什么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他们控制人口增长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经济因素对于这些地区的人口行为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地区的人口行为与经济状况之间具有何种关系？这些问题，都尚待我们深入探讨。

　　清代前中期的江南，是中国经济上最富裕、同时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按照开始提到的那种流行看法，如果说当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出现严重人口压力的话，那么应以江南最为可能。因此之故，本文选择此地区作为探讨的对象。下面将要探讨的具体内容是：（1）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增长情况；（2）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控制手段；（3）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控制的主要动机。此外，由于判断人口增长快慢的标准涉及到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看待“最低生存水准”和如何定义“人口压力”，因此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简略的讨论。

一、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增长

　　要了解清代前中期（1644─1850年）江南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首先必须获得清初和清中叶的人口数字。其次，为了与以往的人口变化情况作比较，还必须获得清代以前江南的人口数字。本文中要作的比较是与明代江南的比较，所以我们所需获得的，也就是明初与明末的人口数字。再次，因为我们也要将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变化情况与同时期全国的情况作比较，所以还需要获得相应的全国人口数字。以上这些数字都齐备后，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江南和全国在各有关时期的人口年增长率并且进行比较，从而看到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大致增长情况及其特点。

　　在以上所需要的各个人口数字中，全国数字可以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获得；明初江南和清中叶江南的数字，也不难求诸官方的人口统计数字。困难的是明末江南和清初江南的数字。由于这两个时期的官方数字完全脱离实际，不可能据之得到接近真实的数字，因此本节的重点，就是设法对这两个时期江南的人口数量作出一个比较近于实际的估计。下面，我们先讨论明初和清中叶的江南人口数量，然后以此为根据对其他时期的人口数量进行推算。

（一）明初和清中叶江南的人口数量

一般而言，明洪武26年（1393年）和清道光30年（1850年）的全国各地人口统计数字（特别是前一数字），相对来说最为可靠，比较接近真实情况
。根据《万历会典》卷19中的各府数字，我们可以得知苏、松、常、镇、应天五府1393年的人口，合计约606万。明代文献中未见有杭、嘉、湖三府1393年的人口数字。但康熙《浙江通志》卷15所载这三府“明初”的数字（合计约264万），比洪武24年（1391年）数字略高，我们认为应当就是1393年数字。因此，江南八府合计，1393年人口大约870万。清中叶的人口，我们可以使用王业键对1850年苏、松、常、镇、宁（应天）五府人口数量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来求得
，即以1850年户部清册中江、浙两省的人口总数为基础，根据嘉庆25年（1820年）江、浙两省人口分布，求出1850年江南各府的人口数字，然后再相加得出总数。按以上方法求得的结果是：1850年江南的人口总数大约为3，635万
。因此大概而言，1400年和1850年的江南人口，分别在900万和3，600万左右。

（二）明末江南的人口数量

明代中国人口变化有两个大特点：第一，从洪武元年（1368年）至万历28年（1600年）前后，人口始终是或多或少直线上升的
；第二，东南部人口稠密地区的人口增长在全国人口增长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就全国而言，随着严重自然灾害和社会经济危机的出现和加剧，明初以来人口的直线上升到1600年前后基本结束，所以何炳棣、柏金斯等学者都把1600年作为明代中国人口的顶峰时期。但就江南而言，由于社会经济出现较迟，严重自然灾害更一直到1630年代末期才发生，这种直线上升似乎一直继续到崇祯初年（1630年前后）才告终止。因此在本文中，我们把1630年前后作为明代江南人口最多的时期。

　　明代中国人口高度集中于东南部的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四省（按清代的行政区划）。在1393年的全国人口中，这四省的人口占了51％
。明代跨省移民已有相当规模，但远逊于清代，尚不足以对全国人口分布的改变造成重大影响。从谢肇淛的《五杂俎》所描绘的全国各地情况来看，直至17世纪初期，人口稠密的地区仍然只限于长江下游、浙西、皖南的徽州和福建省。整个西南、广东、湖南和湖北的相当一部分、淮河流域和部分北方地区都还有大量未开发的可耕地
。换言之，在整个明代，全国人口分布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明代的全国人口增长率的形成，主要应取决于东南部人口集中的四省的人口增长率。

　　在上述四省以外的地区，华北五省（1393年人口占全国总数的26％）人口增长率约为3·4‰，可能低于南方地区的增长率
。而在南方各省中，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四省的人口增长率可能又低于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及四川等省（除贵州外，以上地区1393年人口占全国总数的20％）。这不仅是因为江苏等四省为人口净输出地区而湖南等六省（四川情况不详）为人口净输入地区，而且因为湖南等省正处于农业开发之中，耕地增加迅速
，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人口自然增长速度也应更快。所以这些省份的人口增长率肯定比江苏等省更高。华北五省与湖南等七省合计，高低相互抵消后的增长率很可能也近于全国平均数。因此，全国平均数应当比较接近江苏等东南部四省的增长率。

　　在东南部四省中，江南又占有特别的地位。1393年江南人口占这四省人口总数的27％（或江苏、浙江两省人口总数地46％，全国总数的14％）。因此大体而言，江南人口增长率应当也很接近于全国的增长率。用柏金斯的人口数字计算
，1393－1600年间全国的年人口增长率大约为3．8‰。1400年江南人口接近900万，如果采用3.8‰的年增长率来计算的话，1630年人口大约为2，000万。但是若以1393年与1850年两个数字（870万和3，640万）为基础来计算，那么所得到的年增长率为3.1‰；而由这个增长率求出的1630年人口约为1，870万。这个数字与用前面方法得出的数字相差约130万。比较上述两种方法，前一种方法无疑更有道理，故所求得的结果（即2，000万），应当更合理一些。此外，明代后期江浙人士一再谈到当时江南“人稠地狭”
。由此来看，采用高一些的数字，应当更为符合事实。

（三）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增长

清代前中期全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7世纪前半期巨大的人口损失所造成的人口基数过低
。这一损失，用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因此何炳棣认为1700年的人口是否已恢复到1600年的水平尚难以确定
。江南在1630－1664年间也有颇大的人口损失；而江南的社会经济状况，至早也要到1680年代才大致恢复正常（全面的恢复可能还要更迟一些）
。但是，由于江南人口损失和经济破坏的程度远比全国大多数地区小，恢复的速度应当会快一些。这里我们假设江南人口在1680年已恢复到以前的最高水平──1630年的2，000万
。这样的话，1680－1850年间江南的人口年增长率就大约为3‰，比其1393－1630年间的年增长率大约低1／5。

按照柏金斯的全国人口数字计算
，1650－1850年间全国的人口年增长率大约为6‰，增加速度确实比明代（3·8‰）快得多。但是除此之外，清代人口变化与明代还有一个重大差异，即清代全国人口的增长，更多地取决于明代人口高度集中的东南部四省（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以外的地区。从一些官方人口数字来看，清代前中期中国东部人口稠密地区的人口增长率，明显低于全国增长率。例如，就人口数字相对较为可靠的18世纪中期以后而言，1761－1850年间全国人口增加了117％，但江苏和浙江却只分别增加了91％和95％。作为这一变化的结果之一，东南部四省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例如江、浙两省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在1761年以后的90年内就下降了2.2个百分点，即从1761年的19.5％降到1850年的17·3％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在1400年前后，这两省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高达29· 8％
。

　　在清代前中期，人口稠密的江、浙两省的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而在这两省中人口密度最高的江南，人口增长速度又低于两省的平均增长速度。例如，1789－1838年间全国人口增加了39％，但江苏仅增加了32％，浙江也只增加了31％；两省的增长幅度都只在全国增长幅度的80％左右（这个比例与1761－1850年间的相应比例相同）。在此期间（1789－1838年），位于江南中心地带的嘉兴府的人口，更只增加了21％，其增长幅度约为同期江苏与浙江增长幅度的2／3，或全国增长幅度的1／2
。由此来看，1680－1850年间江南的人口增长率（3‰）约为1700－1850年间全国增长率（6‰）的一半，应当是可能的。

　　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增长速度不仅低于明代后期江南、而且也低于清代前中期中国其他地区。这在刘翠溶对于明清长江中下游若干家族人口变化的研究中，也已得到证实。她所研究的江南及其毗邻地区的11个家族
，1700年以前的人口增长率并不比1700－1800年间的人口增长率低；相反，从刘氏所绘的上述家族人口增长曲线来看，只有武进周氏1600－1700年间的人口增长率低于1700－1800年间的增长率，其余的如萧山郎氏及李氏、慈溪钱氏、青溪严氏等，1600－1700年间的人口增长率都略高于1700－1800年间的增长率。这些家族以及未有1700年以前数字的武进邹氏、余姚史氏、萧山徐氏、沈氏和曹氏等家族，1700－1850年间的人口增长率都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换言之，从这些家族的情况可见，清代前中期江南及其毗邻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自明代后期以来，是在逐渐下降的。刘翠溶对于明清长江中下游5省15个家族的人口变化的研究还表明：在这5省中，江苏的生育率最低；在江苏省内，长江以南（武进周氏、邹氏）的生育率又低于长江以北（江都朱氏）。江苏而外，生育率由低而高的顺序是浙江（萧山与余姚）、安徽、湖北、湖南。这个结果和刘氏其他关于明清长江下游地区人口研究所得的结论──长江下游的核心区（大致相当于本书中的江南）的生育率，略低于长江下游的边陲区（苏北、浙南、安徽等地）的生育率──相互吻合
。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上述关于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增长率，略低于明代江南的增长率和大大低于清代前中期的全国平均增长率的结论，与明清江南和全国人口变化的背景是一致的。何炳棣、全汉升和王业键把导致清代前中期（主要是18世纪）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纳为：①长期的和平与较好的统治；②耕地面积的扩大和作物良种（如早熟高产稻种和美洲农作物）的推广与引进；以及③工商业的发展
。其中第②个原因看来最为重要。这里，我们就按照这个观点来检查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合乎事实。从此出发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在以上三个原因中，第①个原因在明代与清代前中期的江南都存在；而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这个原因的重要性可能不如在同时期中国其他许多地区那么明显
。第②个原因在明代江南还起着一定作用
，而在清代则几乎完全未起作用；而在清代前中期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个原因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第③个原因在明代和清代前中期的江南都很重要，而且在清代前中期江南所起的作用无疑比明代江南或者清代前中期中国其他地区更大。然而，尽管如此，清代前中期的江南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工商业发展对人口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是有限的。简言之，上述能够导致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它们在江南所能起的作用，不仅比在同时期的全国大多数地区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而且也比其在明代江南所能起的作用要小。因此，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增长率自然应当比较低。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找出究竟有什么原因，使清代前中期的江南人口，能够像明代江南或者清代前中期中国大多数地区那样较快地增加。

二、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控制

　　以上我们分析的结果，是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增长速度，不仅低于同时代中国其他地区，而且也低于明代江南。但是我们还必须回答：这是如何做到的？换言之，清代前中期的江南人民究竟采用何种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呢？

　　马尔萨斯主义者认为：在近代人口控制手段出现以前，只有自然灾害、疾病和战争能够阻止人口增长。这种观点的一个默认前提，就是把近代以前的人口行为，实际上视为一个人们无法有意识地加以控制的自然生物繁殖过程。这种观点近来已受到一些人口史学者的挑战。例如，李中清指出：清代中国已知道并且已使用多种人口控制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积极控制”（positive checks， 主要手段是溺婴）和“预防性控制”（preventive checks），而后者又可分为“非婚控制”（checks without marriage，即推迟结婚、通过增加独身和减少纳妾等降低结婚率，等等）和“婚内控制”（checks　within marriage，指通过节制性生活来增大两胎之间的生育间隔、将最后一胎的生育年龄提前，等等）。由于清代中国所使用的人口控制方法比近代以前的欧洲更多而且更有效，所以中国已婚夫妇的生育率低于近代早期的欧洲已婚夫妇的生育率
。

　　李中清所说的这些人口控制方法，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是否得到了运用？除了这些方法外，江南还有无其他的人口控制方法？由于史料缺乏，过去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很少，因此有必要在此多作些讨论。

（一）“天地调剂法”对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变化的影响

18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人口学者洪亮吉认为控制人口增长的主要方法是“天地调剂法”，即借助自然灾害和疾病来减少人口（实际上就是马尔萨斯主义所谓的“积极制约”）。自然灾害和疾病对清代江南的人口变化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并不能使得人口增长速度低于明代。

　　据郑肇经的统计，明清（1850年以前）江南发生过7次特大水灾和6次特大旱灾
。其中发生在1644年以后的特大水灾只有2次（1823、1849年），特大旱灾则有3次（1679、1785和1814年）。由此可见，清代前中期江南重大灾害的发生频度比明代低。从对地方志中对于这些灾害及其后果的描述来看，最为严重的水、旱灾也都发生在明代（最严重的水灾发生在1544－1545年，旱灾则发生于1608年）
。而且，由于清代江南与外地的经济联系远比明代紧密
。如果遇到同样程度的灾害，清代江南人民可以从外地得到更多的生活资料来度过灾荒，死于饥寒的人口比例肯定会降低。此外，由于灾期可以得到衣食，灾民身体抗御疾病的能力也相对较强，所以死于与灾害有关的传染病的可能性也会减少。从这些情况来看，自然灾害不是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伊懋可认为传染病流行可能是明清中叶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明清中叶国有记载的瘟疫流行中最严重的5次（1586－1589、1639－1644、1756、1786、1820－1822年），江南都未能幸免
。江南人口稠密，城镇人口多，因此传染病很容易迅速大面积传播并造成大量死亡
。从当时人的记述来看，对于江南影响最为严重的传染病流行，应当是发生在1639－1644年的那次瘟疫。这次瘟疫与其他破坏性因素结合在一起，确实使江南的人口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但是以后的3次瘟疫所造成的人口损失，似乎并不很大。俞志高指出：清代前中期江南医学在对于传染病的机理、传播方式的认识和治疗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步，从而形成了中医著名的“温病学派”
。这一进步，对于瘟疫的控制以及瘟疫死亡人数的减少，可能起了重要的作用。总之，虽然瘟疫给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所造成的损失到底有多大，我们至今仍然不很清楚，不过看来还不足以严重影响江南的人口变化。

　　此外，由于清代前中期江南长期处于安定和平，所以可以说不存在通过战争减少人口的可能性。同时，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迁入和迁出的规模都不大。而且，从一些史料来看，江南人口迁出的规模可能比明代更小，而外地人口（主要是商人和工匠）迁入的数量则可能多于明代。因此，战争和向外移民这两个人口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对清代前中期的江南人口变化并未有什么影响。

　　总而言之，自然灾害和疾病对于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增长所起到的制约作用是颇为有限的。就连洪亮吉也认为“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所以“天地调剂法”并不能有效地减轻人口压力
。各种天灾人祸合在一起，并不能够使得江南人口在一个长达二百年的时期中，保持着一种仅为3‰的年增长率，缓慢而平稳地增长。因此在江南人口控制方面起到主要作用的，应是人类自觉采用的控制手段。然而，由于史料非常匮乏，对于这些手段，我们至今仍然知之甚少
。下面，我们从汪士铎的人口控制主张开始，对这些手段及其运用情况进行探讨。

　 （二）汪士铎的人口控制方法

江南著名人口学者汪士铎在其1855－1856年间写成的《汪悔翁乙丙日记》中，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人口控制方法，以化解他所认为由严重人口过剩引起的社会危机。这些方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

　　①修改法律，极大地扩大死刑的运用范围，尽可能多地处决罪犯（包括轻罪罪犯和少年罪犯）乃至其亲属邻里，以减少现有人口；

　　②加重多子女家庭的赋税，推广溺婴（尤其是女婴）的方法，以限制每个家庭的子女数量。每个家庭只应有两个男孩（富人家庭可以另有1个女孩，穷人家庭则不应有女孩）。超过这个限度的就要倍其赋；

　　③提倡男女独身，严格限制婚配。为此，他主张广设童贞女院、清节堂并奖励出家为僧尼；同时，鳏夫和寡妇有子者都不得再婚，违者处以死刑。用暴力残害他人者及不成器者，都不得结婚；

　　④推行晚婚，男子30岁、女子25岁虽方得嫁娶。男子25岁以下、女子20岁以下结婚者处以极刑；

　　⑤推广使用各种控制生育的药物，降低人口出生率；

　　⑥鼓励男子外出经商，使得夫妇同室时间减少，从而降低受孕机率。

很明显，汪氏的这些主张中，包含有很多过分激烈的内容。这些内容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道德伦理、儒家意识形态以及立法精神严重对立
，因而没有实行的可能。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他提出的这些方法，代表了19世纪中期江南人民所知道的主要人口控制方法。撇开其中那些极端的或过激的成分，这些方法中的大部分，在许多方面与李中清所发现的清代皇室所采用的人口控制方法，实际上是大同小异。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清代江南文献中看到：除了第①种方法而外，汪氏提出的人口控制方法，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大多得到不同程度的运用，尽管运用时未采取汪氏所鼓吹的那种极端方式，而且也未如汪氏所希望的那样依赖国家和法律的力量来推行。

（三）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控制方法

从清代江南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汪氏提出的人口控制方法，除了第①种方法而外，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大多得到不同程度的运用，尽管运用时未采取汪氏所鼓吹的那种极端方式，而且也未如汪氏所希望的那样依赖国家和法律的力量来推行。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汪氏所提出的第②至⑥中方法在清代前中期江南的实行情况。

　　①溺婴

江南本有溺婴（尤其是女婴）的传统。早在南朝时代，溺婴的盛行就是江南人口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到了明清时代，虽然直接记载不多，但溺杀女婴是全国性的恶习并且一般能够得到社会的容忍
，江南也不能免俗。成化21年都察院《禁约嫁娶奢侈淹死女子例》在议论浙江温、台、处三府溺婴风习盛行时指出：“此弊不独三府，延及宁（波）、绍（兴）、金华，并江西、福建、南直隶亦然”
。可见在江南也有此风。

溺杀女婴的直接后果是人口中男女性比例失调，而这种现象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颇为明显。据官方人口数字计算，嘉兴府1769年的性比例为138·3，1789年为136·5，1799年为136·0，1838年为131·4；松江府1816年的性比例为123·8；而苏州府1820年的性比例则为134·4。儿童性比例差别更大。1816年青浦与奉贤两县的幼儿性比例竟然分别为310和170
。当然，由于官方数字未必准确，所以据之得到结果仍需推敲。但是这些结果与1930年代的调查结果十分接近，应当是近乎事实的
。卜凯已指出1930年代中国农村的性比例失调与溺杀女婴有重大关系
。因此溺婴（尤其是女婴）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依然流行并对人口变化起着相当的作用，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也要指出，与中国其他许多地方（例如浙东、闽北、江西、湖南等地）相比，江南溺婴之风并不盛。溺婴行为不仅在史籍中有关记载很少，而且也不受社会赞许。明清之际的江南学者陈确之母，在晚年总结一生功过时说：“吾平生无负心事，唯于二十四岁产一女，溺之，至今以为恨”
。郭松义收集了清代全国16个省的150多个府、州、县、厅的溺婴记载，其中1/3系因艰于妆奁而溺女婴者。在这67个实例中，浙江（22例）、福建（10例）、江西（9例）、湖南（8例）、广东（8例）五省占了绝大多数，可见前述明成化21年都察院所说情况一直继续到清代。但是在这67例中，属于江南的却只有2例（松江府1例，桐乡县1例），而且还都是晚清（光绪）时期的记载
。因此我们在看到溺婴对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变化的影响时，也不可对此作过分夸大。

　　此外，我们也顺带谈一谈育婴堂的作用。刘翠溶已注意到了清代江南各地育婴堂的设立情况
。但需要指出的是：首先，江南育婴堂的设立始于南宋
，在清代以前很久就已有之，但似乎并未起到多少作用；其次，从19世纪中期湖南的情况来看，由于经费有限，加上管理不善，当时育婴堂收养婴儿的死亡率非常高
，江南的情况也未必会好得多。从这些来推测，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育婴堂在减少婴儿死亡率方面似乎未起多大作用。

　　②鼓励独身和限制结婚

　　在中国的性、婚姻和家庭观念发展史上，清代是一个两极分化严重的时期。而彼此对立的两种极端观念的流行，都有助于降低江南的结婚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随着礼教之走向僵化，针对妇女的贞节观念也被发展到了极端。官方和社会用各种手段大力倡导和奖励妇女恪守贞操，一生只结一次婚，即使没有子女或者未婚夫亡故也不应再婚，并且绝对不与任何男子发生婚外或婚前性关系
。这种社会风习具有很大的强制力量，使得妇女再婚非常困难。江南是礼教最盛行的地区之一，因此各地地方志中“节妇”、“贞女”的数量也多得惊人。根据郭松义对清代州县（共8县）地方志中所载历朝节妇旌表人数的统计，道光朝常熟－昭文县（二者虽然名为两县，实为一县，故郭氏将其作为一县）的人数竟然多达1，680人，比其余七县（其中二县无数字）的人数总和（236人）还要多出6倍。而在这七县中，人数最多又是位于江南边缘的余杭县（109人）。此外，还有大量节烈妇女未得旌表
。因此从客观效果来看，这种对妇女贞节强调的极端化促进了妇女独身人数的增加。此外，按照清朝的规定，虚龄30岁以下开始守节的孀妇才能得到旌表
。由于有颇大一个数量的育龄妇女被迫独身，所以也减少了生育人数。

　　在另外一方面，尽管礼教认为结婚生育是男子的义务，但是清代江南人关于性、婚姻和家庭观念的变化的另外一个极端──性放纵，却起到了鼓励男子独身或者不生育的作用。由于追求性自由，自明代后期以来，关于性、婚姻、家庭三者并不能等同的看法在江南越来越流行。其主要表现，一是嫖娼狎妓之风大盛；二是男风（男性同性恋）在上层社会的带动下成为社会时尚；三是争取婚姻自由、反抗传统包办婚姻的意识日益普及。刘达临指出：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经济因素在嫖娼卖淫活动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法律对卖淫的处罚也日益减轻。对于男性同性恋，法律更未加以禁止。因此清代前中期江南社会上的嫖娼狎妓之风以及男风，比明代更盛
。这里要强调的是：在明清江南，嫖娼狎妓并不限于大城市，同性恋也不限于男子
。这些不以生育后代为目的的性行为的盛行，对于男子独身或不生育、少生育，都有一定影响
。此外，为了反抗不自由的婚姻而不婚的观念，在清代江南比以往更普遍。江南著名文人李渔在小说中，竟说阎罗王给罪人的最可怕的惩罚，不是让他（或她）来生变牛变马，而是让他（或她）变为女人，与一个不如意的丈夫“白头偕老，一世受别人几世的磨难，这才是惩奸治恶的极刑”
。因此江南小说中说，如果嫁了不满意的丈夫，“真真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倒是没他的快活”
。反之亦然，所以有的男子因为害怕娶到不如意的妻子而不敢轻易结婚
。这种观念的流行，当然也有助于不婚或晚婚。

　　此外，明末以来江南人对于家庭功能看法的一些重要变化，也有助于不婚或不育。典型的例子，如李渔在所著小说中谈到老年赡养问题时所言：“银子就是儿子了。天下的儿子，那里还有孝顺似他（银子）的？……（银子）是古今来第一个养志的孝子”。因此只要有钱，晚年就可以有保障，没有儿子并无关系，说不定还过得更好
。这对于传统的家庭赡养观念是一个挑战，表现出清代江南人对于养老方式有了一种新见。对于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选择不婚或不育的人来说，此种新观念肯定有助于他们做出决定或坚持下去。因为“养儿防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养老方式，一个人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不愿生育后代，他（或她）都必须考虑养老的问题。如果他们知道有新的、甚至是更好的养老方式，实行不婚或不育当然也就更少“前瞻之忧”了。

　　③推迟结婚年龄

虽然中国的传统是鼓励早婚，但是在江南，自明代中期以来，由于婚嫁费用高昂，实际结婚年龄不得不推迟。明清之际海宁人陈确在其“家约”中为后人规定的婚娶费用标准，大约是男子娶妻费用约合40两银，女子陪嫁费用约合30两银。这是像他这样的贫素节俭的士人之家的标准，而从小说中所谈到的情况来看，这也是一般小户人家的标准
。婚嫁费用之外，如果还要为新婚夫妇营造住房，费用至少又要增加数十两
。清代中期江南婚俗更为奢侈，男计奁资，女索聘财，蔚为风气。一些经济境况不好的家庭，为赶婚嫁的排场，不得不举债变产
。在另一方面，从一些资料来看，清初江南一个长工一年工钱只有3－5两银，19世纪中期也不过5·5－8·8两（伙食均除外）
。因此一个普通的江南家庭，必须节衣缩食多年，才有财力为子女办理婚事。这样，从客观效果来看，结婚费用的高昂，有助于江南结婚年龄的推迟，以至于不婚，或者是婚后少育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江南平均初婚年龄相当高。根据郭松义对清代全国各省女子初婚平均年龄的研究，江、浙两省（分别为1，131例和1，342例）为18.－19.5岁，在全国20个省中最高，比全国（16，130例）平均数高出1－2岁以上。而在江浙两省中，属于本书所说的江南的苏南和浙北女子初婚平均年龄大约在19岁左右，高于浙两省的其他地区
。

　　④堕胎、绝育与避孕方法的运用

　　（详见本书收入的《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一文）
　　⑤男子外出谋生，减少夫妇同室的机会

　　男子离家外出谋生，在明代后期的江南就已颇为不少，而在清代前中期则更为普遍。例如苏州城内的踹匠，康熙后期已达1万人以上，大大超过明代盛时的人数。这些踹匠“均非土著，悉系外来”，大多来自江宁、镇江二府。苏州府城纸坊和硝皮业工匠，也多来自上述地方。冶坊工匠则多是无锡、金匮两县人
。官方一再说这些工匠“孑身而来”，“单身而来”，“精壮而强有力”，“膂力凶悍”，可见都是身体强壮的青壮年单身男子。他们在苏州，因为经济和社会地位低下，和当地妇女结婚的可能性很小。因此这一大批强壮男子单身久在异乡谋生，必然大大减少他们在家乡的妻子（如果他们已经结婚的话）怀孕的机率，或者推迟他们结婚的年龄（如果他们迟早要回乡结婚的话）。

　　除了工匠之外，江南城镇还有大量的外地商人
。这些商人多数是单身在外
。在江南娶小纳妾，对于他们当中的富商巨贾来说，固是常态；但对于占多数的中小商人，则并非易事。这不仅是因为清代江南妾、婢身价上涨
，而且也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和经济利益的冲突，当地人对外地商人常常怀有恶感
，而外地商人大多也宁愿在老家娶妇生子。因此，对于定居江南的外地商人来说（他们也是江南居民的一部分），至少是在第一、二代中，在江南结婚的比例是比较低的
。至于人数更多的江南本地商人，虽然他们多半都会在家乡结婚并且多数时间和妻子生活在一起，但由于生意的关系，他们中不少人必须经常短期外出。这肯定也会有助于降低其妻子受孕机率。

　　很明显，以上各种方法的并存，不仅使得清代前中期的江南人民可以根据各人的情况与要求，选择合适的方法自觉地进行人口控制，而且也使得他们在社会习俗的压力下，不自觉地进行人口控制
。作为这些方法并用的结果，是清代江南儿童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十分低下。1816年青浦与奉贤两县的儿童（幼童和幼女合计）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竟然都只有20％
。当然，这两县的儿童乃至成人数字并不一定都准确，因而由这些数字求得的比例数，也难说完全可靠。但其所反映的情况，与1930年代的调查结果相差并不很大，应当说并未脱离当时的实际太远
。又，16岁以下少年儿童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据何炳棣的计算，1816年奉贤县为38.2％，低于清代前中期中国大部分地方的相应比例
。而儿童在人口总数中比重的低下，既是以往人口增加缓慢的结果，又将成为以后人口增加缓慢的原因。

　　总而言之，通过对清代前中期江南已有的人口控制方法的分析，我们可以相信：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增长，确实得到了人为的控制；而当时的各种人口控制手段，也足以保证把人口增长的速度控制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因此，即使没有严重的天灾人祸，江南的人口也能够保持低速增长，而不像同时期中国大多数地区那样，由于人为控制的成分较少，所以能够出现较快的人口增长。

三、清代前中期江南人民控制人口增长的动机

清代江南人民为什么采取以上措施来控制人口增长？换言之，他们进行人口控制的主要动机是什么？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个人（或家庭）选择采用某种措施的直接动机，往往有很大差异。不仅如此，甚至采取同一种措施，不同的人也常常出于完全不同的主观原因。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采用这些措施时，并未自觉地其降低人口增长率的作用。例如溺女婴，有的是因为家庭贫穷，无力养活；有的是出于迷信；有的是害怕女儿长大出嫁时要为她办丰厚的嫁妆；等等
。独身的动机则更为复杂，有的固然是因为家贫无力嫁娶（特别是多子女的家庭），但有的却是由于社会舆论的鼓励与强制（如守节），或者是出于宗教原因（如出家）、反抗包办婚姻（抗婚），等等。不过，我们认为：尽管在采用以上措施中某一种或某几种、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控制人口增长时，各个个人（或家庭）的具体动机千差万别，但总的来说，经济的因素仍是清代前中期江南人民进行人口控制的最重要、最深层的原因。而这种经济原因最直接的表现，则是为了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这里，我们通过清代前中期江南学者的言论，来看一看当时的人们是否已经认识到为了保持生活水准不致下降，必须控制人口增长。

（一）江南学者对于人口控制的必要性的认识

　　中国传统人口思想的主流是鼓励增加人口。一直到了17世纪初期，才开始有少数学者提出应当控制人口增长。尔后，关于人口控制的思想逐渐发展，在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前半期成为重要的人口思想流派。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持有这种见解的重要学者，都是江南人士。虽然他们谈的是全国性的人口问题，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关于人口控制的见解与他们的出身环境，彼此之间肯定有一定关系。否则，为什么这种思想主要流行于江南学者之中，而不是其他地区（例如华北、华中或者西南）的学者之中呢？因此我们认为江南学者对于人口问题的新见解，应当说是当时江南大多数人民普遍认识的集中表现。

　　最早感到中国人口增长太快的学者，可能是董其昌（松江府华亭县人，1555－1636年）。在1614年的一道奏疏中，他估计当时全国的人口已是明代初年的5倍
。稍后，徐光启（松江府上海县人，1562－1633年）首次提出人口大约每三十年增加一倍的观点。虽然他并未说这样的增长率已经或者将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速度，但是他同时也谈到东南沿海人口过多，耕地不够，因此主张大量移民到华北、两广。徐氏的同时代人冯梦龙（苏州府长洲县人，1574－1646年）进了一步，指出一对夫妇“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
。他已感到从长远来看，如果每个家庭养育4个子女，那么生活资料的增长是无法跟上的；只有将每个家庭的子女数量控制在2人，才是长久之计。到了18世纪前期，任启运（常州府宜兴县人，1670－1744年）已明确指出：“身生子，子又生孙，齿日繁，粮日困，亦必然之势也”
。亦即粮食生产的增加无法赶上人口增长，是必然的趋势。

总的来说，在18世纪中期以前，江南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人口控制的必要性，但是他们的看法还只是初步的。一直到18世纪后期，这些看法才发展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就是有“中国马尔萨斯”之称的洪亮吉（常州府阳湖县人，1746－1809年），其后继者则是前面已谈到的激进学者汪士铎（江宁府江宁县人，1814－1889年）。洪氏认为在和平时期，人口每隔一代都会成倍增加，因此在100年左右的时间内会增加5倍、10倍乃至20倍。但是田地、房屋等只能增加1倍、3倍至5倍。汪氏则认为人口每20－30年增加1倍，自清朝建立210年以来就增加了128倍（即按几何级数递增）；但是耕地扩大和粮食等生活资料的增加却慢得多，而且到19世纪中期资源更已开发殆尽，故“天地之力穷矣”
。洪、汪二人都坚信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生活和生产资料的增加速度，而人口增长的结果，洪氏认为只会是每人平均拥有的田地、房屋等生活和生产资料愈来愈少，因而收入越来越低；物价上涨，工资下降，劳力越来越不值钱；失业增加，社会动荡。汪氏则认为是人民贫困，人口质量降低，社会动乱不安，国势积弱
。而在这些结果中，最主要的和最直接的，就是因生活水准下降而导致贫困化。要避免生活水准下降，就必须控制人口增长，乃是必然的结论。这一点，以洪、汪二人的激烈言论为标志，我们可以认为清代前中期江南大多数人是已经认识到了的。

（二）江南普通人民对于人口控制的必要性的认识

虽然清代前中期江南人民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是否愿意为了保持生活水准不致下降而采取某种人口控制措施呢？李中清对于清代皇室人口的研究清楚地表明：清代中国人不仅愿意这样做，而且也已经这样做了。例如，在1700－1840年间，清宗室妇女的结婚年龄从十五六岁提高到了二十多岁，独身的比例也有明显提高；同时，宗室男子纳妾率有惊人的下降，他们每个妻妾的生育率以及每个家庭（单妻或多妻家庭）的生育率，也都在降低。不仅如此，宗室初生婴儿的死亡率也在变化。1775－1800年间宗室女婴出生后一个月内的死亡率竟然高达1／3，比贫穷的辽宁旗人农户还高。导致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李氏认为是宗室成员从国家得到的津贴减少了
。

本节的讨论表明：这一时期的江南人民已经清楚地知道要避免生活水准下降，必须控制人口增长。而从上节分析可知他们确实在使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人口增长。这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是无可置疑的。换言之，江南人民使用这些方法控制人口增长，乃是为了避免因人口剧增而变得贫困。清初海宁陈确之母所言，就代表了当时江南贫民对此的普遍看法。她说：“吾平生无负心之事，惟于二十四岁产一女，溺之，至今为憾。惟时贫困既甚，顾室中无一有，……遂恨绝，谓吾父母生我，长大尚如此受苦，是奚翅沤沫者，育之何为！徒自害害彼耳。坚欲溺之，血晕不能起，使祖房婢彩繍溺之，置之浅水中，一夜不死。我怒甚，强起拒门自溺之。盖回首闭目而后溺之，弗能视也。嗟乎，吾岂忍乎哉！”
。此外，前面指出清代前中期江南儿童在人口总数中比重很低，这也表明了江南人民确实已把人口控制付诸行动。

　　李中清的研究还给我们一个启发：在控制人口以保持生活水准不致下降方面，经济境况较好的人们（如宗室成员），比起经济境况较差的人们（如辽宁旗人农民）来，前者的愿望更为强烈，所能采用的手段也更为充分
。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富裕程度不同的地区的人们之间。前面所引刘翠溶的研究结果，已表明清代江南的生育率在长江中下游各地中是最低的。而众所周知，江南的生活水准在全国各地中却是最高的。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可以证明清代前中期江南人民确实比其他地区人民，更加愿意采取各种手段控制人口增长，以保持他们的生活水准不降低。

四、“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

　　控制人口增长，以保生活富裕，这就是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行为的基本特点。但是这个结论明显地和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流行看法相互冲突。要证明本文结论正确，就必须对对立的看法进行分析。而导致这两种对立看法的关键之一，在于对“最低生活水准”和“人口压力”两个问题的看法。因此此节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这两个术语进行讨论。

（一）“最低生存水准”

如前所述，许多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在清代及清代以前的中国（包括江南），绝大多数人（即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一直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或者说他们的生活处于一种“最低生存水准”。这种看法可以引申出两个结论：①因为极端贫困，所以人口无法增长；②在达到完全无法生存之前，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多生多育，放任人口增加。很明显，第①个结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兹可勿论。但是第②个结论则似言之有理，而且已为许多学者在有意或无意中予以接受，成为他们关于近代以前中国人口行为看法的出发点之一。换言之，由于人口行为以这种“最低生活水准”为基础，因此只要还能够维持这种水准，人们就不会考虑控制人口增长。可见，“最低生存水准”是近代以前中国人口“自然而然”地增长（或放任自流地增长）之说的理论基础之一。

　　虽然我们迄今尚未见有人做出确切的定义，但是按照一般的理解，“最低生存水准”（minimum substance level）这一概念，指的是维持人类肉体生存的最低物质需要的水准，所以黄宗智称之为“糊口水准”
。这种理解，与过去大陆史坛对明清农民生活水准的一般看法大致相符，尽管后者使用的是诸如“维持肉体生存”水平、“维持生理需要的最低限度”水平等术语
。因此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最低生存水准”这一用语，已经具有一种不说自明的意义。

　　然而，首先应当弄清的是：到底有没有这样一种“最低生存水准”？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生活作进行分析时指出：在一个社会中，即使是处于底层的劳苦大众，除了纯粹的身体需要之外，他们也还有许多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而这些需要的范围和数量通常由该社会的一般的文化状况所决定。马克思还指出：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的生活资料，而这些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体能够在正常生活状态下维持自己并养育后代。劳动者对于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需要有一个范围，这个范围是历史的产物，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因此，在一定的国家和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从这个立场出发来看，即使清代前中期江南人民的生活水准真的是极端低下，它也决不是一种仅能满足人类肉体生存的最低物质需要（或糊口）的生活水准。其次，清代江南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准，也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的生活资料，而这种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也是社会、经济、文化长期发展历史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时代与地域特点，并且也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因此，“最低生存水准”一类术语，姑不论是否合乎清代中国的实际，就是从马克思的立场来看，这类术语本身显然也很成问题。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更为恰当的说法，应当是“平均生活水准”这类比较客观、中性和不带感情色彩的术语。

　　事实上，清代前中期江南的平均生活水准之高，不仅在中国各个地区中首屈一指，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名列前茅
。即使到了19世纪前半叶，也没有有力的证据表明江南的平均生活水准比以前下降，相反倒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因此，此时期江南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准，当然不会是上述那种仅能满足人类肉体生存的最低物质需要（或糊口）的生活水准。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以清代中国贫困地区的生活水准作为“最低生存水准”，江南的平均生活水准与这种“最低生存水准”之间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如果江南人民不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加的话，多出生的人口未必就不能养活。但是清代前中期的江南人民并未这样作。因此，把“最低生活水准”作为人口行为的基础是不符事实的。

（二）“人口压力”

由“平均生活水准”出发，我们重新来看一看对本文开头所谈到的“人口压力”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不是一篇文章可以说清楚的，但是由于它与本文的中心论旨有密切关系，所以仍有必要在此略作涉及。很明显，要判断是否有“人口压力”的出现或加剧，首先应当弄清到底什么是“人口压力”。换言之，必须先给“人口压力”一个合适的定义，才能据之判断人口增长到底是否过快。因此，下面我们主要即集中于对“人口压力”定义的探讨。

　　按照通常的理解，“人口压力”即人口对于现有资源的压力，指的是人口数量与资源（在近代以前，主要是耕地）数量之间的比例关系。不过，在一般使用中，“人口压力出现”，通常指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资源增长速度，使得人均资源的数量降低到某种水平以下；而“人口压力加剧”，则是指人均资源的数量在低于某种水平之后还继续减少。“清代中国人口压力严重”论或“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增长过快”论的主要立论根据，即是人口增加的速度大大超过耕地增加的速度。

　　这种理解无疑有其正确的方面，但是我们认为它不够全面。首先，即使是同一种资源（特别是耕地），在不同的地方，在自然性质方面往往有很大的差别，难以用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其次，人类对资源的利用方式在不断变化，因而同一数量资源的生产能力也会不断变化。第三，人类在利用某些资源的（例如耕地）同时，往往也不断地对其加以改良，因此不能用一种静止的眼光来看待资源。第四，资源虽然很重要，但它只是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要把它变成人类所需的产品，还需其他生产要素配合并经过生产过程。由于以上种种差异，同一单位的同种类资源之转化为产品的数量，往往因时因地而异，有时甚至会有非常大的差别。如果使用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人均耕地或其他某种的资源数量作为标准，来判别另一时期另一地区是否有人口压力或人口压力是否严重，显然是有问题的
（注37）。我们认为：由于生产包含了资源特点、资源利用、资源改良以及资源以外的生产要素等更为全面内容，所以把“人口压力”解释为人口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似乎更为妥当。不仅如此，由于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类的物质生活需求，因而人口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还可以简化为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由此而言，“人口压力出现”，可以说是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使得人均生活资料的数量降低到某种水平以下；“人口压力加剧”，则指人均生活资料的数量在低于某种水平后还继续减少。这里所说的“某种水平”，可作多种解释（例如以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情况为标准），但就处于某一时期的某一地区而言，看来采用该地区原有的平均生活水准（即已有的人均生活资料的数量）为基准，更为合适。

　　从生产与人口的关系出发、以原有生活水准为基准来定义“人口压力”，其主要优点在于：首先，这个定义使我们能够把人口问题和生产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作探讨，而不是撇开生产（或者在某种认为生产停滞的默认前提下）孤立地研究人口变化。其次，它也使我们能够从生产的终端（生活资料）、而不是从始端（资源）来看待人口问题。第三，以最终产品的数量来作为标准，可以包容更加全面的内容。最后，它以原有的平均生活水准为标准，也可以使我们在分析问题时，能够更加客观地对判断和确定一个地区在一个时期中，到底是否出现了人口压力？如果出现了，那么这种压力究竟有多大？它是否确实在不断加剧？等等。

显然，从这个定义来看清代前中期中国的人口增长问题，我们就会得许多与过去流行的看法相左的结论。例如，从江南而言，在清代前中期二百年中，人口年增长率已被控制在3‰这样一个低水平上；而从许多方面来推测，该地区经济年增长率达到甚至超过3‰似乎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作为这两方面变化的综合产物，此时期中江南的平均生活水准自然不应下降，而且十分可能有轻微的提高。。事实也确实如此。因此，要说此时期的江南出现了严重的、不断加剧的人口压力，似乎倒是不太合乎逻辑。当然，这个定义到底是否真正合适？还须学界同仁一同进行深入的讨论。这里我们只是提出问题，希望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      *      *      *     *

　　最后，我还想从更广的意义上谈一谈上述人口史研究所引发的问题。

在过去的清史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我称为“近代至上论”的倾向，即认为主要是起源于西方的近代思想、观念、组织和技术等都至高无上；没有它们，就没有发展，没有进步。清代前中期的中国，由于确实没有产生或引进这些近代思想、观念、组织和技术，所以必然是社会僵化，经济停滞。近年来海内外史学的发展，已推翻了旧有的“清代社会经济停滞”论。但是在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中，这种“近代至上论”的影响仍然存在。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对过去的中国人口行为的偏见。根据这种偏见，在近代生育观念和近代医药知识出现和普及以前，中国人口行为的特征是放任增长，在人口控制方面无所作为，结果自然是人口剧增或“人口爆炸”。然而，正如本文讨论所示，即使是在近代生育观念和近代医药知识引进以前很久的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民已经在运用种种方法控制人口增长，使得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了一种至少是同步前进的和谐关系，从而避免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被过快增长的人口所吞噬。这种非常“近代”的观念和相应的措施，确实保证了江南经济在清代前中期的两个世纪中有可观的发展，并且能够提供必要的积累，成为中国新生产方式的主要摇篮。如果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判别某一事物或现象是否属于“近代”的标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公认的那些近代思想、观念、组织和技术等被引进之前很久，中国（至少是某些地区）人民的若干所为就已经相当地“近代化”了。在某些方面，反而是后来不如以往。典型的例子是：如果在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人口能够以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年增长率为3‰左右）增加的话，我们今天也不必为人口过剩的问题而苦恼了。因此，若是为“近代至上”的偏见所蒙蔽，否认过去确实存在的事实，把古人都看得愚不可及，那倒是有失公允的。
� 贾永吉（Michel Cartier）总结说：关于清代中国人口增长过速以及出现人口危机的观点，首先是何炳棣提出，尔后为柏金斯（Dwight Perkins）、伊懋可（Mark Elvin）等加以证实，并为几乎所有中国（大陆与台湾）学者所接受（参阅千里与大同对对贾氏《北中国与南中国：人口增长的悖论》一文的介绍，见千里与大同：《塞纳河畔两史家──法国当代著名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家贾永吉与魏丕信及其研究成果简介》）。事实上，直到1990年代，这种观点在海外依然还很流行。例如黄宗智（Philip Huang）在的基本观点──他本人提出的“过密型增长”（involutional growth）说──的基础，仍然是人口过剩，以致使得经济“只有增长而无发展”（见黄氏《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或中译本《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在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大陆，不少人接受了清代人口爆炸、人口过剩的观点，但大多似乎未作认真思考和专门研究。此种情况可见于1980年代初期的一些流行文章（如陈平：《社会经济结构的规律和社会演化的模式》等）。


� 在这方面，秦佩珩的看法颇具典型性。他认为：过去中国的人口变化“完全决定于出生与死亡两种力量的对比”。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医药的进步，死亡率下降，因而“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率会自然提高”。在清代初期，江南苏、松、常地区人口出生率提高，死亡率下降，而且“是个鱼米之乡，生活条件优越，人口自然跟着大增”（秦佩珩：《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第244－245页）。黄宗智也认为近代以前中国普遍结婚而且早婚，人口变化主要取决于死亡率的变化（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第329页）。


� 例如葛剑雄已批驳了清代人口增长率大大高于以往的说法（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10章第5节）。王国斌、威廉· 拉夫里、李中清等人的研究则证实1700－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与西北欧及英国相差不大（R．Bin Wong & William Lavely：《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in Modern China: A Comparative Approach》；James Lee：《The Historical Demograph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Recent Research Results and Implications》）。


� 至少，一直到19世纪前半期，中国最富裕和繁荣的地区，仍然主要是人口稠密的东南沿海地区；中国经济进步的主要成就（例如“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化、农村工业化，等等），大部分也集中在这个地区。因此，与该地区的过去或者与同时期的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清代前中期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口很难说是增长过快或者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此外，贾永吉也已指出：19世纪中国人口增长的停滞，并不能证明人口压力已达到经济无法支撑的地步（千里与大同在《塞纳河畔两史家──法国当代著名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家贾永吉与魏丕信及其研究成果简介》中对贾氏《北中国与南中国：人口增长的悖论》一文的介绍）。


� 参阅千里与大同：《塞纳河畔两史家──法国当代著名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家贾永吉与魏丕信及其研究成果简介》。


� 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参阅千里与大同：《塞纳河畔两史家──法国当代著名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家贾永吉与魏丕信及其研究成果简介》中所引 Michel Cartier 作的有关评述。


� 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第326－329页。


� 参阅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3－4页，柏金斯（Dwight 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第202－209页。1850年人口数字的可靠性可能会低一些（例如施坚雅已指出1850年许多地区的人口数字可能都偏高。见 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a》），但是这仍然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可靠的人口数字之一。


� 见 Yeh-chien Wang：《The Impact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on Population in Southern Kiangsu》。


� 这里我们使用的1820年江、浙两省分府人口数字，是经过梁方仲校正的数字，故所得出的1850年苏、松、常、镇、宁5府人口数，与王业键的数字略有不同。参阅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73－279页。


�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23页。


�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10页。江苏人口系南直隶人口减安徽人口而得，参阅吴金成：《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绅士层の形成との社会经济的役割》，第113页。


�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261、262页。


�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10、261、262页。


�例如据官方统计数字，在1400－1600年间，湖南耕地增加了153％，湖北增加了310· 2％，此外也四川增加了279· 5％。而江苏则仅增加28· 5％，浙江增加1· 3％，江西增加18·8％。到1600年，湖南、湖北、四川的耕地总数合计已超过江苏和浙江的耕地总数合计。见吴金成：《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绅士层の形成との社会经济的役割》，第113页。


� 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第216页表Ａ·7。


�例如万历时人诸葛升说：“江南寸土无闲，...民间莳葱韭于盆盎之中，植竹木于宅之侧，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数共争，谁能余隙地？”同时代人徐贞明也说：“东南之境，生齿日繁，地苦不胜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徐光启则说：“南人太众，耕垦无田”，故应“均浙直之民于江淮齐鲁”（二徐皆江南人，诸葛升则为毗邻江南的浙江寿昌人。以上引文见《农政全书》卷8所载诸葛升《垦田十议》、卷9徐光启《垦田疏》、卷12徐贞明《西北水利议》）。此类说法，还散见于江南地方志。此外，关于明代后期江南城市人口众多的记载，更多见于各种文献。


� 按照柏金斯的全国人口数字计算，1600－1650年间全国的人口年增长率约为－4.9‰。


�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264页。


� 江南的抗清战斗，到1664年以自称为明太子的朱光辅被擒而大致告终，但零星的武装斗争，一直延续到1670年代中期（见谢国桢：《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7－140、146页）。天灾人祸造成的土地抛荒，在1660年代也还大量存在。例如直到康熙初年，仅宜兴一县的荒田还达10万亩（储方庆《荒田议》“饥民垦荒议”，收于《皇朝经世文编》卷34）。宜兴并非受破坏最严重的地方，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情况可想而知。至于城乡工商业，不仅在1630－1664年间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在1680年代以前还受到许多严厉禁令的压制（例如迁海令），所以恢复更为缓慢（例如丝织业，谢国桢认为到1883年平定台湾后才恢复。见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66页）。


� 据当时一些人的印象，到1690年代，除四川外，各省的人口都已超过17世纪中期的数量（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264页）。但就大多数地方来说，17世纪中期的人口肯定少于17世纪初期的人口。江南的情况可能会好些，因此我们姑假设江南人口在1680年代已恢复到17世纪初期的水平


� 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第216页表Ａ.7。


� 有关数字采自全汉升与王业键：《清代的人口变动》附表。


� 参阅吴金成：《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绅士层の形成との社会经济的役割》，第113页。


� 清代的官方人口数字，在1776年以后相对可靠（参阅何炳棣：1《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4章）。借以求得上面的百分比人口数字，见全汉升与王业键：《清代的人口变动》表4和附录（全国和江苏、浙江），以及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第450－451页表22（嘉兴）。


� 见刘翠溶：《明清时期长江下游若干家族的人口动态》，。该文所讨论的家族共16个。除了本文中提及的11个外，尚有归安（南浔）周氏、会稽秦氏、鄞县厉氏、桐城王氏与赵氏。桐城在长江以北，情况与长江以南在许多方面有较大差异，故在此略而不论。另外，在该文中，无归安周氏、会稽秦氏和鄞县厉氏1800年以前的人口增长率数字。因此我们仅采用刘翠溶对其余11个家族有关情况的分析。


� 刘翠溶：《明清时期长江下游若干家族的人口动态》、《明清人口之增殖与迁移──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资料之分析》、《明清长江下游地区都市化之发展》。


� 何炳棣1989著作第8、9章，全汉升和王业键：《清代的人口变动》。


� 江南自明朝建立以来，除16世纪中期受到倭寇骚扰外，一直是和平时期。至于明清两代的统治何者较为有利于经济发展，则一直有争议。例如，在我国大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论著中，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明朝后期的统治较优（甚至认为明代后期的政治腐败，也似乎并未严重阻碍江南经济的高涨），因此才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清朝的统治（至少是在前期）则阻碍了原来的经济发展势头，从而制约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而在较近的研究中，相反的意见似乎又占了上风。但是，就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广大开发中和待开发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清朝的统治无疑比明代好得多。


� 根据滨岛敦俊的研究，江南的农田的“内涵式开发”（即开垦原有圩围内的荒地和改造低产耕地等），大致要到17世纪中期才基本结束（滨岛敦俊：：《土地开发与客商活动──明代中期江南地主之投资活动》。但从北田应英人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即使到17世纪中期，这一工作也还未完成。见北田英人：《宋元明清期中国江南三角州の进步と村手工のにする研究》，第41－42页）。因此，尽管万历江南耕地统计数字少于洪武数字，但是实际上在整个明代，江南耕地的数量仍有相当的增加。而在清代即使有增加，增加的数量也很小。


� James Lee：《The Historical Demograph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Recent Research Results and Implications》。


� 所谓“特大” 水旱灾，指受灾面积超过江南地区的2／3，并且灾情特别严重的水旱灾。


� 以上见郑肇经：《太湖水利技术史》，第245－251页


� 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工农业发展的影响》。


� 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73、311页。


� 19世纪中期上海人毛祥麟说：“我邑地狭人稠，（霍乱）互相传染，甚有一家数人而同时告毙者，深可畏也”（《墨余录》卷11“圣治丸方论”条）。这正是江南的缩影。


� 俞志高：《吴中医学》。


� 《洪北江诗文集》“治平篇”。


� 刘翠溶：《明清人口之增殖与迁移──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资料之分析》。


� 参阅张敏如：《中国人口思想简史》，第169－171页。


� 汪氏的激烈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之于其个人的辛酸经历使之愤世嫉俗（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272页）。


� 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67页。


�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58－59页。又，此种恶习的盛行，在明代后期已经引起来华传教士的骇异与谴责（利玛窦与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92页）。


� 《明宪宗实录》卷264，成化21年4月乙未。


�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第437、440、441、452页中有关数字计算。


� 例如据经济调查所1933年调查数字计算，吴兴县的性比例为136，长兴县为152（普通户）和122（农户），嘉兴县为113，平湖县为118，吴江县震泽镇为116（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统计科：《中国经济志》吴兴县、长兴县、嘉兴县、平湖县和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经济概况。又，1933年江宁县的性比例为117（胡焕庸：《江宁县之耕地与人口密度》）。


�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461页。


� 《陈确集》别集卷11《先世遗事记略》（排印本第532－533页）。――补注：此条史料系新增。


� 以上数字引自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第127－130页，表3－2。――补注：此处系新增。


� 刘翠溶：《明清人口之增殖与迁移──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资料之分析》。


� 赵翼：《郂余丛考》卷27“养济院育婴堂义冢地”条。


� 欧阳兆雄：《水窗春呓语》卷上“育婴变通善法”条。


� 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第877－893页。


� 见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第404、411－412页。例如据郭氏的统计，道光时昆山县获得旌表者为273人，未得旌表或待旌表者为420人。――补注：此处系新增。


� 见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第414页。――补注：此处系新增。


� 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第926－941，944－953页。其中所引例证以江南为多。


� 例如，从地方志中可以见到：自明代后期以来，江南许多市镇上卖淫业都很兴盛（如双林、菱湖、王店、乌青、盛泽等镇上，都有妓院。见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女性同性恋虽然远不及男性同性恋普遍和公开，但也存在。例如明末西湖渔隐主人撰、流行于清代的小说《贪欢报》第4回中就谈到女子同性恋。


� 例如李渔的小说《连城璧》第9回，讲的就是南京监生吕哉生先在其父安排下娶显官之女为妻，极不如意。妻死后不敢轻易再娶，宁愿宿娼嫖妓为乐。《连城璧外编》卷1则说福建少男尤瑞郎与鳏夫许秀芳情笃，为能长久同居，尤瑞郎竟然自宫。其实不仅在男性同性恋者中有不愿与异性结婚的情况，女性也有。例如《贪欢报》第4回中就宣称：女人嫁夫不如意，不如不嫁；如有了同性恋伙伴，“要丈夫何用？”


�《连城璧》第5回。


�《贪欢报》第四回。


�《连城璧》第9回。


�《连城璧》第11回。


� 见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王氏文中说陈确“家约”规定的男子娶妻费用合70两银，但从其所引用的陈确文字中的数字来看，应当是40两。又，明末小说《型世言》第25回中记崇祯元年（1628年）海宁农村聘礼为绸2匹、银16两；合计近于20两。《生绡剪》第17回则说海宁小店主李玉吾娶妻用聘礼为16两。又，《贪欢报》第9回中说天启元年（1621年）杭州府余杭县小杂货店主王小山娶妻，财礼20两，另有酒宴等费用30两。可见，陈确（海宁人）所规定的“聘不过二十两”，确实是一般小户人家的标准。


� 例如清初湖州东部农村建造一所适合富裕农民或小地主居住的住宅，费用在60－100两银之间。又，陈确之父有田产六七亩，自己又教书授徒，收取束修，一家衣食可以粗给。但儿女长大后，无力为之建造新房，幸而从亲戚处弄到几间破房，才使儿子们能够结婚（参阅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


� 丘禹：《明末清初苏州市民生活中的侈靡之风》。


� 参阅罗仑：《清代苏松嘉湖地区农业计量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其推动力》


� 前引成化时都察院《禁约嫁娶奢侈淹死女子例》就清楚地指出：“浙江温、台、处三府人民所产女子，虑日后婚嫁之费，往往溺死”。江南溺女婴之风相对不盛，为了减少婚嫁之费的沉重负担，主要的办法就只有少生。


� 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第211－213页。其中苏南比苏北高出0.75岁。――补注：此处系新增。


� 洪焕椿：《明清史偶存》，第537－538，539－540页。


�例如从范金民关于明清苏州外地商人的研究来看，清代前中期苏州外地商人的数量，至少已在数万之谱，比明代多得多。见范金民：《明清苏州的外地商人述略》。


� 至少是其中最强大的徽商与晋商，习惯都是在家乡娶妻，单身外出经商，数年乃至一二十年才回家一次。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74页。


�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


� 明清江南人对于外地客商（特别是遍布江南城乡、人数最众的徽商）多有恶感，因此讥讽、攻击徽州人的小说故事，在明清江南颇为常见。在这些小说故事里，徽州人（特别是高利贷业者）多被描绘为贪婪、吝啬、冷酷、好色的人（在明代社会中，一般人对徽州商人印象都不好，所以徽州人被冠以“徽狗”的恶名。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74页）。


� 正是因为他们中在居住地未结婚的人的比例很高，而他们经济景况相对又比较好，所以关于徽商在江南嫖妓、通奸、勾引尼姑之类的故事，在明清笔记小说中颇为多见。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通过食用棉籽油避孕一法，虽非人们自觉选择，在人口控制方面起的作用十分重大，可以说是一种幸运的巧合。


�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第440、441页中有关数字计算。


� 例如，男童与男丁的比例，1816年青浦县为0·49：1，奉贤县为0·39：1（据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第440－441页数字计算），而1933年江宁县的相应比例为0·37：1（据胡焕庸：《江宁县之耕地与人口密度》中数字计算）。


�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36－37页。如果将何氏得出的中国各地的20个有关比例数字作由高至低的排列，奉贤县仅排在第12位。


� 利玛窦与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92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59页。


� 引自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260页。


� 《太平广记钞》“古元之”条。


� 《清芬楼遗稿》卷1。


� 参阅张敏如：《中国人口思想简史》，第156－157，166－167页）。但是要指出的是，洪、汪二人所说的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只是假设，并没有实际的调查统计数字作为根据。


� 参阅张敏如：《中国人口思想简史》，第157－158，167－169页。


� James Lee：《The Historical Demograph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Recent Research Results and Implications》。


� 《陈确集》别集卷11《先世遗事记略》（排印本第532－533页）。――补注：此条史料系新增。


� 李氏关于辽宁旗人农村人口的研究还表明：甚至在同一家族内，家长家庭中的女婴溺杀率也大大高于其他家庭。家庭在家族中的地位越高，家庭中女孩的比例越低，这已经成为规律（James Lee：《The Historical Demograph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Recent Research Results and Implications》）。


� 见经黄宗智本人审定的中译本《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 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明清江南农民生活极度贫困。其早期代表者如陈振汉，认为“地租额不仅侵吞了（农民）全部的剩余劳动，甚至已榨取了大部分的必要劳动，使得农民所有，甚至不足‘维持肉体生存’”（陈振汉：《明末清初（1620－1720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地租和土地集中》。在此著作中，江南是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这种观点是大陆史学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剥削严重的总体认识的一部分（例如白钢认为：“地主凭借地租、商业利润、高利贷利息等三种形式，榨取个体农民全部剩余劳动和大部分必要劳动的生产物，把个体农民的生存手段降低到维持生理需要的最低限度”。见白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黄宗智提出“最低生存水准”（或“糊口水准”）这一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上述见解的影响。


�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中译本，第194、260页。


� 何炳棣认为：清代前期（特别是18世纪）中国农民，比起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时代法国农民、19世纪前期普鲁士农民，都生活得更好。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也优于幕府时代的日本生活条件（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194页）。江南的生活水准在中国各地区中是最高的，并且肯定比全国平均水准高出不少。因此，江南人民的生活比上述国家人民在各有关时期的生活好得多，应当说是没有疑问的。


� 在清代，江南人民的生活水准不仅没有下降，相反很可能倒是在缓慢地上升。例如，魏金玉关于明清农业雇工的研究表明：自明代后期以来，直至清代中期，江南农业中的长工和短工的实际收入都在增加。明末要4─5个劳动者充分就业，才能供养1个劳动者过同样的生活；但是在清代中期却只要1─2人出雇，就可以维持另一个人过同样的生活（魏金玉：《明清时代农业中等级性雇佣劳动向非等级性雇佣劳动的过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拟日后另作专门讨论。


� 例如，从翰香采用近代欧美、日本的标准和洪亮吉所说的清代标准，认为中国人均耕地应达4亩，方能维持“最低生活程度”；而人均耕地达10－12亩，才能达到“比较温饱”的“中等生活程度”。明代南直隶（江苏、安徽）、浙江、江西诸省有3／4以上的州府人均耕地低于10亩，1／5的州府甚至还低于4亩，因此都属于耕地不足，人口过剩的地区（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是郭松义指出在清代前中期的南方稻作区，在一般情况下，人均2亩耕地，加上副业，也就能够基本满足一个人的生活需要（而在江南，甚至人均1亩耕地也可以养活一个人）（郭松义：《清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由此而言，明代上述省份似乎还难说已存在人口过剩或人口压力。此外，明代后期上述省份中的一些发达地区（如湖州、嘉兴一带），“上农夫一人，止能治田十亩，故田多者辄佃人耕植而收其租”（张履祥《补农书》“总论”）。在人口不太稠密、灌溉条件较好的松江西部，一夫一妇都下田劳动，一般也不过种稻25亩左右（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4史10）。而从史料记述中来看，他们的生活似已达温饱（如何良俊说松江西部农民“吃鱼干、白米饭种田”），尽管以一家五口计，他们的人均耕地不过2－5亩而已。


� 3‰的经济增长年率，意味着整个经济规模在二百年中大约扩大一倍。这里，我们可以大略地看一看清代前中期江南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增长情况。在农产品方面，虽然江南1850年的水稻总产量比1620年代可能只增加了40％（李伯重：《“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但由于复种制的进一步普及，夏收作物（麦、豆、油菜籽等）的产量肯定增加更多。又，棉、桑等经济作物的亩产值比水稻高（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而清代前中期江南棉、桑的种植又比明代扩大了许多，所以江南农业总产值也随之大大增加。在工业产品方面，在此时期内，江南的棉布产量增加了1倍以上（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60页），丝绸产量则更多（范金民认为增加了35倍。见范金民：《清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总之，清代中期江南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比明代后期增加一倍，应当是十分可能的。此外，清代前中期江南的商业、金融业、服务业等均比明代后期发达，因而这些行业创造的社会生产总值也有较大增加。不过，这个问题颇为复杂，尚待作进一步讨论。在此时期内，江南的棉布产量增加了1倍以上（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60页），丝绸产量则更多（范金民认为增加了35倍。见范金民：《清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总之，清代中期江南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比明代后期增加一倍，应当是十分可能的。此外，清代前中期江南的商业、金融业、服务业等均比明代后期发达，因而这些行业创造的社会生产总值也有较大增加。不过，这个问题颇为复杂，尚待作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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